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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历代汗王的征伐，蒙古人建立起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元朝疆域“北逾阴

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随着地理版图的不断扩大，地方事务也日益繁多。

如何进行有效的统治和镇抚，是蒙古人必须解决的难题。行省制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

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它集中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原王朝的各种政治制度，同时糅合了蒙

古旧制，是数百年来多民族行政制度实践的集大成者。行省制不光调整了王朝统治下的央

地关系，同时也强化了边疆治理，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作为元朝一项重要的

政治遗产，为明清所承，并在不断的完善和调整中传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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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评价元代的政治时，认为元朝“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

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1] 然而论及元代的

政治时，元所设立的行省制度断不能忽略。[2] 元代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

承上启下，借鉴并融入了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方式，在大一统体制下“地方广

大，政务繁多，建都省以总宏纲，置行省以分庶务”，[3] 以行省制的管理模式

统合了自唐末以来的中国南北分裂的格局，开创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模式，

虽然后续朝代多有调整和改善，但此模式沿袭了下来，一直影响至今。

一、 杂糅之制：元代行省的来源与背景

“省”的本意为宫禁，引申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

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

隋朝、唐初也短暂出现过“行台省”。曹魏末，司马昭讨诸葛诞，始置行台自

随。北魏、北齐亦时常建置，宋代并无行台之置。真正给予元代行省制度直接

影响的是金代行台之制。金初都于会宁（即今阿城），远离中原，无法直接处

理中原政务，设行台。天会十五年（1137 年）金废刘豫伪齐政权，置行台尚

书省于开封。金后期，以尚书省宰相、执政出外权宜处理重大事务，称“行尚

书省事”或“行尚书省”，意即代表尚书省行使权力。这些机构简称“行省”，

基本上仍是尚书省的派出机构，因事而设，事毕罢废。蒙古崛起之后，成吉思

汗南下经略中原，中原分布着一些专制一方的“世侯”，一些较大的“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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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授以“行省”的官号，如东平路的严实、济南路的张荣等。这些“行省”

所辖大都仅一路或数路之地，并非中央派出机构，不过是蒙古统治者用来笼络

世侯们所假借的名爵罢了。

随着蒙古的征伐军事活动，地理版图的不断扩大，管理上难度增加。到了

窝阔台时期，除了蒙古本部之外，窝阔台将征服地区划分为三大行政区。蒙哥

即位后，重新任命了三大行政区的官员，汉籍分别称为燕京、别失八里、阿母

河三大行省。忽必烈即位后，依靠中原的力量战胜了阿里不哥，一方面统治重

心南移，另一方面此时蒙古的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利四大汗国也相继分

立。此时忽必烈实际控制的领土相当于昔日蒙古的中部和“燕京行省”之地，

为了便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事务，忽必烈相继在开平、燕京以及京兆、平阳等

地设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的机构。这一时期的行省大都属于中书省的

临时派出机构，因事而设，事已则罢。

元朝在进攻南宋时，所下之地，以行省总其军政，行省以军事职能为主。

随着各路军队对所向地区征服的完成，南方的江淮、江西、湖广几大行省也就

诞生了，性质上仍属中央派出机构。灭南宋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

面就江南而言，归附初期，各地反抗不断，行省负有军事镇压之责，遂使行省

久置不废，于是逐渐固定化为地方常设机构。另一方面元朝此时的版图超越历

代，和林 ( 故址位于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额尔浑河上游右岸的

额尔德尼召近旁，忽必烈建元之前为蒙古统治中心 ) 也早已失去了政治中心的

地位，这时原先的燕京行省汉地则成为了“腹里”，江南和边远地区则在“腹

里”之外，仅靠首都的中央机构及地方非永久性的行政权力机构来处理全国事

务则显得相当困难。随着地方事务的日益繁多，仅仅依靠中书省直接管辖包括

边远地区数以百计的地方官府，困难繁杂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在北方的蒙古诸

王势力庞大，如何进行有效的镇抚也是元代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蒙古的征伐军事活动，地理版图的不断扩大，管理上难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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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随着平宋过程中形成的几大军事性质的行省逐渐向常设行政机构

转变后，南方行省的行政体制模式反过来也影响了北方的管理体制，北方边远

地区也按南方的模式建立了行省。半固定化的行省不断扩充和发展 ，行省很

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行省的主要使命便逐渐转移到中书省

直辖区以外广大地区的控驭、治理方面，并最终在元世祖末成宗初，过渡为地

方最高官府体制。

中书省宰执衔撤销，是行省由临时派遣机构向地方最高官府演变的关键性

步骤之一。《经世大典序录·各行省》中提及在中统、至元年间， 开始分开

设立行中书省，之前许多行省官由于是朝廷临时派出，本身就是中书省宰执，

元廷嫌“外重”，规定此后中书省宰执出任行省官，不再保留中书省的职位，

同时把行省品序降级为从一品。对行省官宰执衔的撤销就造成了行省与中书省

体制上的分离和行省等级规格的降低，此项举措还剥夺了行省官挟宰执名分自

重的资本，促使其摆脱了中书省宰执临时派出的旧制，行省官开始兼领军民和

不定期迁调，逐渐变为天子所遣的“藩大臣”。行省已不单纯是朝廷中书省的

派出机构 ，而是迅速向“挚兵民二仿而临制于相外”的地方最高官府倾斜了。

但行省与一般地方官的“画地统民”毕竟有些区别， 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

的中书省，将全国路府州县的大部分交给自己的分支机构——行中书省统领，

其职司偏重于代表朝廷“分镇方面”和“方面之寄”。

综上所述，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等三处断事官，成为元代行省的两个

直接来源。行省即是中原行台之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和蒙古前四汗时期的

派驻外地的大断事官之制相通。因此较容易被当时蒙古贵族所接受，并成为有

元一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行省的产生，在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下，大体上反映

了对中原王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包含了蒙古旧制的成分。行

省的确定达到了镇抚诸王贵戚、镇压各地的反抗以及统领外地路府的需求，于

是“行省”最终成为了国家一级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

二、大而不专：元代行省的特色

关于行省的数量，《元史》记载“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

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4] 在行省的具体划分方面，元朝把大都及

邻近地方划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到了 1307

年元朝政府将之划分为十一个行省，分别为辽阳、甘肃、河南、江浙、云南、

江西、四川、湖广、陕西、征东、和林。需要注意的是征东行省，全称为征

东等处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或征日本行省。为了准备进攻日本，忽必烈于

1280 年下令在高丽建立征东行省。然而在 1281 年随着对日战争（即弘安之战）

的失败，忽必烈下令解散征东行省。1287 年元朝再次设立征东行省，这次重

设后，征东行省成为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建制。高丽国并没有因征东行

省的设立而消失，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行省左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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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征东行省仅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与元

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为元朝政府曾经在朝鲜半岛设立的一个特殊的行中书省。

时人云：“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5] 并未把征东行省放进去。

1312 年，“和林行省”改名为岭北行省，至此元朝十一行省建制得以确定。

以上行省管辖着元朝大半国土。此外邻近首都的部分，包括大都等二十九路八

州被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吐蕃、畏兀儿地区则分别归宣政院、大都

护府统理。

萧启庆先生认为“就整个的中国历史而论，十三、四世纪的蒙古帝国，

是一个情形较为特殊的时代。……首次缔造了一个由边疆民族创建的统一国

家。……它也打破了过去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必须与中国官僚政治以及儒生

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密切结合的惯例”。[6]

作为统治的得力工具，行省的官员主要由蒙古、色目人掌握权力。行省主

要官员的架构、地位及官品与中书省基本相同。行省长官为丞相，以平章政事

为副官，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丞相及平章政事由蒙古贵族担任，地

方遂为蒙古人控制，于是中央与行省保持紧密的联系，有助防范反叛。行省之

下，设有路、州、县，其长官称为“达鲁花赤”，亦由蒙古人充任，可见元代

地方的体制基本为省、路、州、县四级制。

行省的主要官员一般都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

割据势力的代表。行省宰执当中，丞相不常设，平章政事在多数情况下为一省

之长。元朝统治者对这一职务非常重视，“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7] 而实

际上，行省总制一方的权力主要就表现在平章政事（设丞相时当然还有丞相）

身上。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

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说到底只是为了体现“汉人不得与军政”的原则。

将行省的主要权力交给蒙古、色目贵族显然就保险得多，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都

出身于怯薛，[8] 属于皇帝（大汗）的世仆家臣，皇帝可以比较放心地对他们“委

任责成”。

作为中央权力的延伸，行省督导各级地方官员，统筹区内日常事务，管理

地方钱粮、兵甲、屯田、漕运等军国事务，无所不包，权力甚大。所以《元史》

称：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

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凡钱粮、兵甲、屯种、

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9]

在对地方的监控机制上面，朝廷掌握了地方官员的任用、调迁及考核，建

立了严密的地方监察网络 ( 肃政廉访使、行御史台 ) 分别监控地方施政和纠察

官员，具有奏劾、按问、刷卷的权力。在财政上面，自晋至隋唐两宋，州是地

方高级行政建置，地方财赋首先聚集和备藏于各州，后再作上供和留用之类的

分配。元代则不然：多数路、州仓储“有名无实”，有些“粮不宿仓”。路及

直隶州府必须把所征赋税先送到行省。各行省的直属仓库，“所统郡邑岁入上

供及经费之出纳，无所不掌”，特别是江浙等江南三行省“岁所入泉币、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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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文它良货贿待用之物，以巨万计、所储为甚厚，所系为甚大”。由于行省始

终负有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行省代表朝廷集中各路州的财赋于行省治所，

基本可以将各地财赋集中于朝廷了。当然朝廷也会对部分行省进行财政支持。

因而，从财政方面看，行省确实是朝廷的一种派出机构。

从法理上说，元的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

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行省只是中央的

代理而已。当然，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

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

显而易见，元代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

演化形态，也延续着两宋对唐后期藩镇分权制度的否定。宋代为了防止藩镇割

据，把地方政府恢复到州县两级，同时在地方政府进行“结构创新”，其核心

就是将高层地方政府的权力分散。由于唐末五代以来的州幅员变得更小，宋时

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州级政区有四百个左右，其效率低下可想而知。因而，宋

代的高度集权造成了兵众而不能打仗，官冗而办事效率低，是其积弱的一个重

要原因。元代行省制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即使在行省完全

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都省）分支

机构的性质，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10] 在加强了中央

对地方的管治的同时，元代行省制体现出了“大而不专”[11] 的特色。行省长

官作为介于府路州县和“腹里”之间的地方最高长官，具有日常事务的统筹全

权，但部分特定的权力 ( 军队、钱粮 ) 会由个别专责的官员提调，其他人不可

随意干预，调兵更需中央授权——故行省制能平衡地方 ( 日常行政 ) 与中央 ( 监

随着蒙古的征伐军事活动与地理版图的不断扩大，国家在行政管理上的难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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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 的权力。元廷对行省始终处于以重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有效防止

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

三、天下一统：行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价值和意义

行省制的建立是我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它的建立使地方行政区划

和权力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地方行政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光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也有力强化了边疆地区社会的管理，推动

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总体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一）适应大一统形势下的新体制

行省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适应了大一统之后新的政区的划分和地方体

制的调整，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解决了宋金时代官府分权而治的某些弊

端，提供了大一统下地方管理的新模式。宋金三司分权的形势造成中枢机关管

理的困难和地方行政的不便，行省制得以克服。宋金以来，地方一级行政区建

制越来越多。南宋有路十七，金章宗时有路十九，共计有路三十六。元代则在

此基础上，打破了历代地方政区划分多依赖于“山川行便”以及人为传统的思

路，作为军事镇戍区，其用意首先在于控制地方，并不考虑传统的地方行政区

划因素，而是根据需要，大开大合，不使某一大省区完全掌握一形胜之地以据

险而成割据之势。当然，这样的形势虽然有利于当时的国家统一，但也与经济

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太适应，所以明清以降在行省的区划上也作了若干调整。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行省极少扮演体现地方独立性、代表地方利益的角

色，而主要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体制、维护大一统局面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

在元代之后，中国很少出现南北严重分裂或对峙的状况。

（二）地方与中央权力架构的新格局

秦汉以来，地方机构一般为二级制或者三级制，元代行省制下多级机构

并存，地方权力机构也带有分权的倾向。在元朝，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下属，

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但从统领路府州县的角度以及官名、品秩等侧面

来看，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就全国范围而言，行省的设

置并未覆盖全部路府州县，离首都大都较近的山东、山西、河北地区称为“腹

里”，仍由中书省直辖。换句话说，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将全

国路府州县的大部分交给自己的分支机构——行中书省统领，但仍保留了自

己直辖的一部分。在管理层次上，中书省统行省、行省统路府州县的三级关

系并未完全普及于全国，而更全面地看毋宁说是中书省与行省共统路府州县

的两级关系。[12]

行省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机构，直接受朝廷指挥，首长都由中央官员出

任，有效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监控，达到集权中央的目的，免除地方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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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者，乃多民族制

度糅合下的结果。

割据一方之弊。中央对各行省，直接派员指挥，所以对地方的事务十分明了，

有监控之效，地方不易叛变。而元代行省的丞相总揽一地的军、政、财权，

能够积极地主持地方施政，纠正了宋代地方积贫、无力建设的弊端，有利地

方发展。

（三）加强和促进了对边疆的管理

元朝的行省是伴随着战争从北方推广到南方的，但它在南方以及西南边陲

的四川、云南却体现出更强的生命力，首先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与南方和西南

距离元朝中央相对较远、中央难于直接控制有很大关系。

元代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各地政权分裂割据的局面，在空前统一的形势下，

元代用行省的形式，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在行省体制之下，边

疆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管理的范围，“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

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3] 边疆地

区先后建置了辽阳、云南、甘肃、岭北等行省，吐蕃地区由中央机构宣政院直

接管辖，也相当于一大行省。在行省体制下，边疆地区很多部落和地方首领变

为土官，直隶于行省，有效的加强了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从元之

后，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割据状况基本消失。

尽管行省在元朝的制度化具有某种“不得已”的背景，但它与传统汉式中

央集权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存在不协调因素，反而在后世持续发展，不断彰显

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四、承上启下：元代行省存在的问题及对后世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元代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

央和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它固然源于游牧征服者本身的政治

制度，然而其中亦混合了汉地的制度；行省制度表面上是汉制，但本质上是几

百年来各种制度的集大成者，乃多民族制度糅合下的结果。

不可否认元代的行省体现了两个特点——军事镇压与中央监控。地方各级

之行政长官为“达鲁花赤”，蒙古语即“镇压”和“监管”，可见军事色彩甚浓，

但最能体现其监管原则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

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

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着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

犬牙相错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

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

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这显然是出于明

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此外，因为元灭宋是自北向南的，元初的

行省也大都是南北长条状。由于设置行省大多也只是为了考虑占领控制，并非

出于经济发展人文和谐等考虑。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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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方行政架构重复，事权严重分割，行政支出大增，同时，也使行政效率大

受影响。[14] 这些不足之处为明清两代的调整留下了空间。

1260 年，忽必烈颁布了即位诏说：“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

述变通，正在今日。”[15] 他所强调的“祖述”与“变通”紧密结合，行省制

无疑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参考传统中原王朝制度加以调适，以适应统治需要，

其后采纳汉儒的“附会汉法”的建议，使得元代的行省制度，虽脱胎于草原游

牧政治制度，但因有着北魏迄金朝的长久政治实验，故其组织结构亦更为精密

灵活，因而能传之后世而不坠。

元代行省并非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它的历史价值在于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

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该体制的特点则是行省性质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

中央分驭各地，为中央兼替地方留有部分权力。行省制度引起了中国古代社会

中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明朝废宰相，中央已无称“省”的官府，

地方的行省一称虽亦废止，但代之而设的布政使司在习惯上仍被俗称为行省乃

至“省”。于是“省”的含义遂由宫禁、中枢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到了清代，

行省之名又再恢复，一般人们简称为省。行省制一直沿袭下来，影响直至今日，

成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并处在不断完善和调整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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